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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及环境统计数据，构建 1998—2007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出口对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回

归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较低；企业出口强度越高，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越低。异质性分析

发现：企业所属行业及企业所在地区差异均会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中，出口企

业比非出口企业更为清洁；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降低幅度更为显著。在排除两控

区环境规制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并且通过 IV（2SLS）及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

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出口企业一方面通过提高新产品产值——R&D；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了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此外，通过比较企业出口状态和出口强度的改变发现，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低的主要驱

动因素在于广延边际而非集约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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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

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贸易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悄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朝着绿色、可持续方

向发展，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向高质量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

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以二氧化硫为例，2017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体量最大的

国家，排放量高达 875.3976万吨。在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忽视的环境问题，逐渐展露了其对人们生存和健

康所产生的威胁。且在今后有关贸易福利问题的探讨中，环境问题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而企业作为

绿色发展最直接的载体，探究其出口对环境的内在影响，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平衡充分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和政策内涵。

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双方的良性发展并不必要以牺牲一方为代价。作为

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充分彰显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

同性，也为本文探究中国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窗口。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所做

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①结合 1998—2007年中国工企和环境统计数据库构建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从微观视

角研究中国企业出口对环境污染的内在影响，为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②重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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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二氧化硫的排放情况①，并得出企业出口对污染排放影响的稳定结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空气污染尤

其是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有稳定的抑制作用；③分别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IV-2SLS）和倾向得分匹

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来控制内生性，保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④对比分析了污染密集程度不同的制

造业行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出口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⑤考虑了两控区环境规制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⑥进一步分析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并发现出口的广延边际（出口状态的

改变）是出口企业降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主要驱动因素；⑦利用最新年份的企业污染数据重新估计企业出

口及出口强度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依旧稳健；⑧进行了充分的机制分析。

二、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假说及机制

学术界有关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蓬勃发展，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贸易对

环境影响的理论机制、经典假说、模型框架和实证方法四大类。

首先，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可以从理论上分解为多种机制效应。Grossman 和 Krueger（1991）首次提出贸

易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三种效应，即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是指由于贸易扩张导致经济活动

增加进而引起污染排放增加。结构效应是指贸易引起的结构变化，具体指劳动密集型（非污染密集型）行业

和资本密集型（污染密集型）行业市场份额的相对增长，所导致的行业构成结构变化会影响一国的污染排放。

技术效应是指由于环保产品和设备的引进和使用，研发投资（R&D）增加，导致一国技术水平向更加清洁的

方向发展，从而减少污染排放。从理论上来说，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并不确定，其最终取决于规模、结构和

技术三种效应的综合作用。Copeland 和 Taylor（1994）从行业层面分析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机制效应，验证了

三种效应的理论假说。Cherniwchan et al（2017）从企业和工厂微观层面探讨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机制发现，贸

易对环境的影响机制从企业层面划分为三部分：行业内所有企业污染强度的变化，行业内清洁企业和污染企

业市场份额的变化，行业内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且企业内部不同工厂之间存在潜在的调整机制，企业生产划

分为本部生产，在岸外包生产和离岸外包生产。最终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机制可以分解为企业的结构效应、企

业进入和退出、企业外包、企业内部工厂的结构效应和工厂生产的技术效应等。以上文献均是从理论角度考

察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但贸易是否有利于改善环境还未得到明确的答案。

其次，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的经典假说。Copeland 和 Taylor（2004）基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

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指不同国家制定的环境政策严格程度有所差异（不同国家环境政策

严格程度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导致更严格环境政策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从本国

转移到环境政策比较宽松的国家。大量学者围绕污染避难所假说开展了研究。Taylor（2005），Copeland 和

Taylor（1994，1995）认为污染避难所可能是由收入导致的环境政策差异造成的。 Chichilnisky（1994），

Brander和 Taylor（1998）认为污染避难所是由于制度能力和产权的差异造成的；Copeland 和 Taylor（2003）认

为污染避难所是由于环境承载力的差异造成的。但 Antweiler et al（2001）发现开放贸易会增加环境政策严

格的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降低环境政策宽松的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换而言之，相比

传统的比较优势（如要素禀赋、生产技术差异），环境政策差异对贸易的影响很小。从比较优势促进贸易的角

度来看，Cole 和 Elliott（2003），Managi et al（2009），Levinson（2009），Shapiro 和 Walker（2018）均发现贸易对环

境的影响作用很小。然而，Barrows 和 Ollivier（2016），Bombardini 和 Li（2020）均得出在比较优势的驱动下，

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很大的结论。

再次，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利用企业异质性进行分析。Cherniwchan et al（2017）基于Melitz（2003）的

企业异质性理论构建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模型，并提出一个产业合理分配假说：市场合理化分配会减少企

业污染排放。这是由于贸易自由化重新分配市场份额，使得生产率高的企业留在市场，而生产率低且污染的

企业退出市场。Kreickemeier 和 Richter（2014）的研究验证了产业合理分配假说的合理性。Forslid et al
（2018）在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研究框架下得出贸易自由化会促进出口企业增加减排投资从而变得更清洁，而

① 重点考察二氧化硫排放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二氧化硫排放主要由工业活动产生，而非交通运输或家庭活动产生；另一方面，二氧化硫

气体是酸雨的重要来源，并且会与大气中的烟尘等其他污染物共同作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危害环境和人类生命健康。此外，二氧化硫排

放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局部性的而不是跨区域或全球性的，并且已有较多先进的减排技术以控制二氧化硫气体的排放。事实上，为了解决

由二氧化硫气体引发的环境和生命健康问题，中国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如“十一五”规划强制要求 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比

2005年减少 10%等）。因此，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污染物之一，深入研究二氧化硫气体的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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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出口企业污染减排投资较少而比较污染。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出口对环境的影响、贸易自

由化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出口对环境的影响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清洁（Holladay，
2016；Cui et al，2012；Pei et al，2021；马妍妍和俞毛毛，2020；刘啟仁和陈恬，2020）。关于贸易自由化对

环境的影响研究更侧重于贸易自由化指标的选取问题。Cherniwchan et al（2017）以美加墨三国签订北美自

贸协定前后的关税变动水平衡量美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自由化，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减少美国制造业企

业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排放。Li et al（2020）通过构建是否加入WTO的年份虚拟变量来反映贸易自由化，并

指出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会减少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最后，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法。Frankel和 Rose（2005）为了解决由于联立

性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运用引力模型中的地理变量作为贸易的代理变量，运用滞后期收入、投资率水平及人

力资本等要素作为收入的工具变量，结果表明贸易对空气质量提升具有正面影响，但对于其他污染排放物质则

不尽然。由于文中仅使用了国家层面的横截面数据，并且来源不同，使得数据质量存有一定的疑义（Löschel
et al，2013）。Managi et al（2009）将贸易和收入作为内生性变量，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使用了广义矩

估计（GMM）方法进行实证。发现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样本国家和污染物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贸易仅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环境质量改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Gamper‐Rabindran（2006）研究加入北

美自由贸易协对墨西哥的污染排放的影响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的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Baghdadi et
al（2013）同样使用了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在解决区域经济协定变量的内生性时，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PSM）
方法和双重差分（DID）模型，结果表明签订有环保条款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

更低。此外，Pei et al（2021）通过使用倾向得分（PSM）方法最大程度的处理内生性问题。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以发达国家为对象来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的文献较多，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为匮乏；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的文献较多，从

企业微观视角开展的研究较少。现有的从企业微观视角开展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在数据上有一定的

局限性：使用企业某一年的横截面数据，缺乏长期有效的企业数据，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上难以深入。同时，选

取的样本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仅以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出口企业是否更加清洁的问题。本文使用连

续年份的企业层面面板数据研究中国企业出口对环境的影响问题，有利于得出企业出口对污染排放影响的

稳健的结果，同时也为已有的相关文献增添了新的内容。针对以往研究对于出口对污染排放关系的不确定

结论，本文通过使用中国企业的出口和污染排放数据可以为企业出口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增加新的证据。

三、数据、模型及变量

（一）数据介绍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两个企业层面数据库：其一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

2007）》。该数据库统计了全部国有企业或销售额超过 500万元人民币的非国有企业（以下简称“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记录，其所属行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和水电燃气生产供应业。由于工企数据库提供了对每一

家企业多年连续的数据，这就为观测企业层面的波动性带来了可能。其二是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中国环

境统计数据库（1998—2007）》。环境统计数据库中的数据来自于各县域内的所有企业，所属行业涉及采矿

业、制造业、水电燃气生产供应业。根据企业每年排放的化学需氧量、氨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空气悬浮颗

粒物的排放量由高到低排序，各县域内至少占一种污染物年排放量 85%的企业被记录在环境统计数据库

中。该数据库中记录的企业的总产出约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 90%。②由于工企和环境统计数据库所提供的

制造业的详细数据具有很高的可用性，且制造业更容易暴露于竞争压力和国际贸易的市场机会中，在出口企

业中来自制造业的企业比重较高，有利于深入研究探讨该行业中的企业出口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因此，本文

仅使用制造业企业样本。

本文选择 2007年及以前年份的数据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在两个数据库中 2007及以前

年份的数据质量较好，缺失数值较少；其次，使用 2007年及以前年份的数据进行研究是合理的，Kee 和 Tang
（2016）、Brandt et al（2017）、Liu 和 Qiu（2016）、李蕾蕾和盛丹（2018）等在关于企业环境质量的研究中也都采

用 2007年及以前的数据；再次，2008年的特异性（全球金融危机和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对本文研究的准

② 由于篇幅所限，两个数据库的详细匹配步骤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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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产生很大的干扰。因此，本文使用 2008年以前年份的数据进行主体部分的结果分析，但基于企业微观

数据更新到 2012年，本文再以 1998—2012年的数据进行扩展性分析，以此作为对主体回归结果的补充。

为了追踪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动态变化，本文参照 Brandt et al（2012）的方法构建企业在不同年份

存续状态的面板数据，从而更直观地观察企业进入和退出状态的变化，这也是本文区别于 Pei et al（2021）文

章的特色之处。首先根据数据中已有的企业唯一认证识别码（ID）逐年跟踪企业。但考虑到企业在重组、兼

并或收购时会生成新 ID的情况，继而通过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地址等信息将同一企业识别出来。该面板

数据的构建过程主要分为四个步骤：①匹配连续两年

的样本；②匹配连续三年的样本；③构建一个连续十

年的面板数据；④整理得到本文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最终构建出的这一非平衡面板数据可以清晰地观察

同一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存续状态的动态变化，这为本

文后续研究出口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二氧化硫排放

强度的影响提供了数据支撑。③表 1报告了每年的企

业总数、每年一直存在的企业数量、新进入的企业数

量和退出的企业数量。

参照 Brandt et al（2012）、聂辉华等（2012）的数据处理方法，本文基于初步匹配的面板数据，首先，排除同

年重复或错误记录的观测值；其次，依据 2002年国民行业分类标准将 2003年以前年份企业的 4位数行业代

码进行统一；再次，剔除关键指标缺失或明显错误记录的企业观测样本；最后，删除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少于

8人的样本。最终得到的 1998—2007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有 111038个观测值。④

（二）变量说明
本文首先根据企业的出口交货值是否大于零，将企业分为出口和非出口企业，进而生成企业是否出口的

虚拟变量；其次根据企业出口交货值和企业总产出计算出企业出口强度；再次根据环境统计数据库中的二氧

化硫排放量计算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最后根据工企数据库中的财务信息变量，参照 Ackerberg et al
（2015）的方法（ACF方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ACF方法相较于其他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解

决“函数相关性”问题，使得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结果更为准确。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有可能影

响本文的结论，笔者分别采用 OP和 OLS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重新估计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2基于工

企数据库和环境统计数据库，对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值、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出口状态、出口强度、全要素生产

率、工业总产值、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地区虚拟变量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进行详细描述说明。

表 2 变量描述

变量名及释义

SO2 emissions：每个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值（吨）

Dummy export：企业出口状态变量（1：出口，0：不出口）

TFP（ACF）：用 ACF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Employment：每个企业的年平均从业人数

Middle：地区虚拟变量（1：中部地区，0：非中部地区）

SOE：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标量（1：国有企业，0：非国有企业）

HMT：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1：港澳台商投资企业，0：其他）

SO2 emissions intensity：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吨/百万元人民币）

Export intensity：出口额加 1，再除以工业总产值

Total output：每个企业的工业总产出值（千元）

East：地区虚拟变量（1：东部地区，0：非东部地区）

West：地区虚拟变量（1：西部地区，0：非西部地区）

Foreign：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1：外商投资企业，0：其他）

此外，通过对全样本、出口企业样本和非出口企业样本在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全要素生

产率、工业总产值、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地区和所有权类型等变量的平均值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出口企

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⑤。这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统计依据。

（三）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首先构建以下基准计量模型（理论基础参见 Forslid et al，2018；Cui et al，2012；Holladay，2016；

Antweiler et al，2001），考察在控制企业层面变量后，企业出口状态对其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以

③由于篇幅所限，用企业 ID和其他信息逐年匹配成功的企业数量的百分比结果备索。

④由于篇幅所限，企业存活年份与对应的企业数量统计结果备索。

⑤由于篇幅所限，全样本、出口企业样本和非出口企业样本单独的统计性描述结果以及对比分析结果备索。

表 1 企业数量动态变化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有效企业数量

企业总数

14090
17482
18617
19122
19581
19719
24801
24795
27632
31542

最终

进入到下一年的
企业数量

8991
11135
10329
13300
13062
12386
17344
18382
19557
21626

退出的
企业数量

5099
6347
8288
5822
6519
7333
7457
6413
8075
17521

初始

现存
企业数量

8991
11135
10329
13300
13062
12386
17344
18382
19557

新进入的
企业数量

8491
7482
8793
6281
6657
12415
7451
9250
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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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出口企业的环境绩效。

ln (SO2 emissions intensityit ) = c0 + αi + βExit + Witπ + μt + ϵit （1）
其中：i为企业；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是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自然对数，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是用二氧化硫排

放量除以总产出然后加 1得到；Exijt为企业出口状态的虚拟变量口时取值为 1，反之为 0；β为本文重点关注的

系数，其系数的大小和符号表示企业出口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Wit为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

工业总产值、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地区虚拟变量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C0为常数项；π为控制变量的

系数向量；模型的设定及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 Pei et al（2021）的文献；为了得到一致的估计，本文在做回归时

加入了企业固定效应（αi）和年份固定效应（μt）；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企业出口影响环境绩效的计量结果分析

（一）企业出口状态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
表 3报告了企业出口状态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

回归结果见列（1），相较于非出口企业，企业出口可以降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即出口企业较为清洁。该回归

结果和 Holladay（2016）用美国企业数据进行分析的回归结果类似。列（1）的结果表明，当企业从非出口企业

转变为出口企业时，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会下降 6.86%⑥，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了排除其他会随行业和省

份变动的因素的干扰，本文逐渐加入行业、省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列（2）~列（4）。其回归系数均在 1%的

水平上显著，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强度较低。当企业从非出口企业转变为出口企业

时，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至少下降 2.96%。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环境规制有可能会对污染气体的排放产生影响。王岭等（2019）基于地级城市

空气污染数据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污染治理的影响，指出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对空气污染有

降低的效果。李树和陈刚（2013）、王杰和刘斌（2014）发现环境规制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盛丹

和张国峰（2019）年研究了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全要素生产率于二

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需要进一步控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因素以尽可能排除其对本文结果的

影响。因此，本文依据“国务院关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有关问题的批复”文件，将二氧化硫控

制区的省份识别出来（9个省份、2个直辖市和 3个自治区），并删除这些地区的样本，以考虑非二氧化硫控制

区的企业出口状态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3列（5），在排除了两控区政策的干扰之后，

相比较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强度较低；当企业从非出口企业转变为出口企业时，二氧化硫

排放强度会下降 3.35%，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表 3 出口状态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实证分析结果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Dummy export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样本量/ R2

（1）
-0.0711***（0.0075）

是

（是/是/否/否）

111038/0.1780

（2）
-0.0352***（0.0072）

是

（是/是/是/否）

111038/0.3279

（3）
-0.0641***（0.0074）

是

（是/是/否/是）

111038/0.1938

（4）
-0.0298***（0.0071）

是

（是/是/是/是）

111038/0.3391

（5）
-0.0340***（0.0099）

是

（是/是/是/是）

61754/0.3549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

（二）企业出口强度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
上文的实证结果已经表明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低，为进一步考虑出口企业二氧化

硫排放强度低的原因，本文构建了出口强度变量，进一步研究出口强度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回归结

果见表 4。列（1）中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上小于 0，意味着出口强度平均每增加 1%时，二氧化硫排放

强度减少 0.19%。为了排除其他会随行业和省份变动的因素的干扰，本文在回归时逐渐加入行业、省份固定

效应，回归结果见列（2）~列（4）。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出口强度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存

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为进一步排除两控区政策对结果的影响，本文按照表 3列（5）的操作方法，进一步考虑

⑥ 参考 Halvorsen和 Palmquist（1980）、Kennedy（1981）的计算方法，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的百分比是由公式 exp■
■
|

■
■
|β� - 12 V� ( β� ) -1计算出来的，

其中 β�表示 β的估计值，V� ( β� )表示 β估计值的方差。

180



于安琪等：出口企业更清洁吗？

非二氧化硫控制区的企业出口强度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4列（5）。在排除了两控区政

策的干扰之后，回归结果依旧稳健。出口强度平均每增加 1%时，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 0.09%。

表 4 出口强度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实证分析结果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ln（export intensity）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样本量/ R2

（1）
-0.1865***（0.0211）

是

（是/是/否/否）

111038/0.1768

（2）
-0.0981***（0.0201）

是

（是/是/是/否）

111038/0.3279

（3）
-0.1876***（0.0210）

是

（是/是/否/是）

111038/0.1935

（4）
-0.1016***（0.0200）

是

（是/是/是/是）

111038/0.3394

（5）
-0.0861***（0.0277）

是

（是/是/是/是）

61754/0.3551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

（三）双向因果关系的控制
为了降低企业出口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模型内生性对回归结果的

影响，本文引入出口强度的滞后项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5。⑦结合列（1）~列（4）
的结果可知，使用滞后一期的出口强度作为工具变量时，出口强度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依然呈负相关关系，

并且在 1%水平上显著。

表 5 控制双向因果关系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ln（export intensity）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样本量/ R2

（1）
-0. 5310***（0.0190）

是

（是/是/否/否）

43901/0.2009

（2）
-0. 2375***（0.0191）

是

（是/是/是/否）

43901/0.3644

（3）
-0. 5309***（0.0191）

是

（是/是/否/是）

43901/0.2216

（4）
-0. 2484***（0.0192）

是

（是/是/是/是）

43901/0.3796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

（四）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在处理模型内生性问题的过程中，尽管本文引入出口强度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IV-2SLS检验，但

仍然可能存在工具变量解释效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计量方程设定为
ln (SO2 emissions intensityit ) = c0 + αi + βdu × dt + Witπ +μt + ϵijt （2）

其中：du和 dt为虚拟变量；du=1表示企业是出口企业，du=0表示企业是非出口企业；dt=1表示企业出口及之

后的年份，dt=0表示企业出口前的年份；交互项 du × dt的估计系数 β度量的是企业出口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的真实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与式（1）一致。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找到与处理组企业

相对应的对照组企业。为寻找与处理组企业尽可能相似的对照组企业，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

基于逐年匹配和一对一的最近邻匹配原则，选用全要素生产率、工业总产值、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地区和企

业所有权类型进行匹配。匹配完成后采用双重差分（DID）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6。列（1）~列
（4）的回归系数均在 5%及上水平上显著，企业出口会显著降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表 6 使用双重差分方法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du × dt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样本量/ R2

（1）
-0.0554***（0.0106）

是

（是/是/否/否）

110529/0.1648

（2）
-0.0244**（0.0101）

是

（是/是/是/否）

110529/0.3162

（3）
-0.0478***（0.0105）

是

（是/是/否/是）

110529/0.1773

（4）
-0.0195**（0.0100）

是

（是/是/是/是）

110529/0.3240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

五、企业出口影响环境绩效的机制分析

本部分探究了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低的潜在影响机制。导致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低的机制主要包

括减排投资（Cao et al，2016）、清洁技术的 R&D（陈登科，2020；林伯强和刘泓汛，2015；Levinson，2009；
Levinson，2015；Shapiro 和 Walker，2018；Su 和 Ang，2012；Girma et al，2008；Batrakova 和 Davies，2012）、

⑦ 由于篇幅所限，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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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去除率（Pei et al，2020）、生产率（Forslid et al ，2018）。受限于高质量 R&D数据的获取，本文基于企

业研发投资程度与新产品产值的正向关系（芈斐斐等，2021；毛其淋，2019；田巍和余淼杰，2014），以企业新

产品产值作为 R&D的代理变量进行机制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7。列（2）和列（4）以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作为被解释变量，列（1）和列（3）的被解释变量为 ln（R&D）。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出口企业通过提

升企业的 R&D水平，进一步强化了出口企业的二氧化硫减排效应。同时，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揭示了

企业出口强度的二氧化硫减排效应同样受到 R&D水平正向影响。

本文接下来主要探讨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素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Forslid et al（2018）得出，

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的出口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低。为了证实全要素生

产率机制的有效性，本文在回归模型中构建了企业出口虚拟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乘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

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8。从列（1）~列（4）的回归结果中可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出口和全要素生产

率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具有交互影响。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越低。⑧

表 7 R&D机制

被解释变量

Dummy export
ln（export intensity）

ln（R&D）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样本量/ R2

ln（R&D）
1.3756***（0.0623）

是

（是/是/否/否）

90605/0.1849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0.0725***（0.0090）

-0.0047***（0.0009）
是

（是/是/否/否）

90605/0.1787

ln（R&D）

0.1487***（0.0071）

是

（是/是/否/否）

90605/0.1794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0.0063***（0.0010）
-0.0049***（0.0009）

是

（是/是/否/否）

90605/0.1771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

表 8 全要素生产率机制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Dummy export × TFP（ACF）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样本量/ R2

（1）
-0.1082***（0.0136）

是

（是/是/否/否）

111038/0.1712

（2）
-0.0447***（0.0130）

是

（是/是/是/否）

111038/0.3258

（3）
-0.0938***（0.0134）

是

（是/是/否/是）

111038/0.1875

（4）
-0.0324***（0.0128）

是

（是/是/是/是）

111038/0.3373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

六、企业出口影响环境绩效的进一步分析

（一）用 OLS和 OP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
全要素生产率是本文重点考察的控制变量，也是衡量企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且与企业污染物的排放

水平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采用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 OP方法计算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控制

以 ACF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变量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9。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

下，出口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低，而且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显著，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表 9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与出口状态变量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OLS和 OP）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Panel A：用 OLS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
Dummy export
样本量/ R2

Panel B：用 OP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
Dummy export
样本量/ R2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1）

-0.0662***（0.0074）
111038/0.1923

-0.0682***（0.0075）
111038/0.1858

是

（是/是/否/否）

（2）

-0.0349***（0.0072）
111038/0.3266

-0.0350***（0.0072）
111038/0.3267

是

（是/是/是/否）

（3）

-0.0601***（0.0074）
111038/0.2051

-0.0617***（0.0074）
111038/0.2005

是

（是/是/否/是）

（4）

-0.0296***（0.0071）
111038/0.3381

-0.0297***（0.0071）
111038/0.3381

是

（是/是/是/是）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Panel A和 Panel B中

的固定效应一致且控制变量除 TFP外均相同。

⑧此外，本文在回归模型中构建了企业出口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交乘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受限于篇幅，其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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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密集型行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中的污染行业分类，本文将制造业各行业分为污染密

集型行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污染密集型行业包括重点污染行业和重点监测行业，非污

染密集型行业包括所有其他行业。⑨基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

见表 10。
表 10 污染密集型行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企业出口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Panel A：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行业

Dummy export
样本量/ R2

Panel B：非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行业

Dummy export
样本量/ R2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1）

-0.0672***（0.0083）
99610/0.1806

0.0010（0.0113）
11428/0.0623

是

（是/是/否/否）

（2）

-0.0358***（0.0080）
99610/0.3193

0.0037（0.0113）
11428/0.1206

是

（是/是/是/否）

（3）

-0.0605***（0.0082）
99610/0.1971

0.0007（0.0114）
11428/0.0439

是

（是/是/否/是）

（4）

-0.0303***（0.0079）
99610/0.3317

0.0010（0.0114）
11428/0.0484

是

（是/是/是/是）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Panel A和 Panel B中
固定效应一致且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相同。

表 10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样本中，企业出口状态对 SO2排放强度的影响才是显著负向

的。即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较为清洁。这可能是由于污染密集型行业是国家重点

监控行业，国家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来监控此类行业企业的污染排放。综合而言，在不同污染密集型行业

中，出口企业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三）不同地区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力度和资源禀赋的不同，本文有理由认为出口企业对二氧化硫

排放强度的影响因企业所在地区而异。因此，本文根据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域划分标准，将样本中企业按所在

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由于东部地区的样本数量大于其他地区，为了方便统计，

本文借鉴Wang et al（2018）的方法，将非东部地区的所有样本企业合入一个样本中进行异质性分析。

如表 11所示，本文分别测试了出口状态对东部和非东部地区样本中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

总体而言，研究结果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报告的一致。换而言之，出口企业可以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强度。

需要强调的是，在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这一效果尤其明显，但在其他地区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 11 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企业出口对其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影响的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Panel A：东部地区

Dummy export
样本量/ R2

Panel B：其他地区

Dummy export
样本量/ R2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1）

-0.0569***（0.0078）
66762/0.1358

-0.0114（0.0159）
44276/0.1331

是

（是/是/否/否）

（2）

-0.0331***（0.0074）
66762/0.2944

0.0070（0.0151）
44276/0.2926

是

（是/是/是/否）

（3）

-0.0513***（0.0077）
66762/0.1525

-0.0062（0.0156）
44276/0.1577

是

（是/是/否/是）

（4）

-0.0300***（0.0074）
66762/0.3012

0.0120（0.0149）
44276/0.3020

是

（是/是/是/是）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Panel A和 Panel B中
固定效应一致且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相同。

（四）出口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
集约边际是指出口企业增加其出口份额；广延边际是指企业出口状态的改变，即由非出口企业转变为出

口企业。此部分重点回答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下降究竟是由出口的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所驱动

的问题。即探究企业从不出口状态向出口状态的转变是否比企业增加出口强度对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参

考 Pei et al（2021）年的处理方式，本文采用在所有年份中一直运营的企业作为样本，重新估计回归模型（1）。

如果估计结果完全是由于企业从不出口状态向出口状态的转变引起的，那么此部分的回归结果应该表明对

⑨ 由于篇幅所限，污染密集型行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细分列表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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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直运营中的企业，企业出口对平均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没有显著影响。

如表 12中 Panel A所示，在 1998—2007年间连续运营的企业中，企业出口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没有显著

的影响。说明影响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企业进入和退出，即企业出口状态的改变。此

外，本文参考 Pei et al（2020）的文章，通过构建出口虚拟变量和出口强度变量的交乘项进行检验。表 12中
Panel B的回归结果表明，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变化主要是由广延边际（由不出口到出口状态的变

动）驱动的，而不是由集约边际（增加出口强度）驱动的。

表 12 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ln（SO2 emissions intensity）
Panel A：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状态改变）

Dummy export
样本量/ R2

Panel B：企业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

Dummy export
Dummy export × ln（export intensity）

样本量/ R2
控制变量

FE（企业/年份/行业/省份）

（1）

-0.0473（0.0687）
340/0.0939

-0.1015***（0.0106）
-0.0127***（0.0024）
111038/0.1788

是

（是/是/否/否）

（2）

0.0083（0.0693）
340/0.0454

-0.0554***（0.0101）
-0.0084***（0.0023）
111038/0.3282

是

（是/是/是/否）

（3）

0.0465（0.0537）
340/0.0090

-0.0962***（0.0105）
-0.0134***（0.0024）
111038/0.1946

是

（是/是/否/是）

（4）

0.0981（0.0603）
340/0.0023

-0.0515***（0.0101）
-0.0090***（0.0023）
111038/0.3395

是

（是/是/是/是）

注：*表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括号内的数值均是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全要素生产率［TFP（ACF）］、工业总产值（Real total
output）、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Employment）、地区虚拟变量（East，Middle，West）和企业所有权类型虚拟变量（SOE，HMT，Foreign）。Panel A和 Panel B中
固定效应一致且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相同。

此外，本文将数据扩展到最新年份，构建 1998—2012年的企业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 2007年以

后的工企数据质量较差，在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时，因为缺少相关关键指标（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折旧、工业增加值等）的数据而无法计算。因此，本文以劳动生产率（工业总产值/从业人数）代替全要素生产

率进行回归分析。基于扩大样本量的数据来进一步检验企业出口和企业出口强度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

响，回归结果依然保持稳健。⑩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及贡献
本文采用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对企业出口状态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发现企

业的环境绩效与出口状态密切相关。具体而言，首先，出口状态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

系。当企业从非出口企业转变为出口企业时，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会下降 6.86%。其次，基于出口企业分析出

口强度对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发现，出口强度平均每增加 1%，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减少 0.19%。再次，通

过使用不同污染密集型行业、不同地区的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出口状态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之间的负

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行业和地区异质性。最后，本文进一步将数据更新到 2012年最新年份，使用扩充样本后

的 1998—2012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硫强度低，出口企业更

加清洁；且出口强度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负相关，回归结果依旧稳健。此外，机制分析发现，出口企业的研发

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且二者均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对出口的广延边际效用和

集约边际效用进行对比得出，出口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低主要是由于出口的广延边际效用所驱动的。综

合而言，中国的出口企业总体上比非出口企业更加清洁。鉴于中国目前仍属于劳动密集型国家，相比于出口

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言，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环境负担更轻。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污染避难所

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

本文的研究具有实证和理论双重贡献。实证层面，已有文献大多研究发达国家参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为匮乏。同时，已有文献大多是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或地区

层面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从企业微观层面研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的文献非常稀缺；虽然有些研究尝试使

用企业微观数据，但其用到的数据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仅使用某一年的横截面数据，或仅使用上市公

司的数据。因此这类文献选取的样本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本文使用连续多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更

有助于考察企业出口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有助于对该问题的研究得出更加稳健可靠的结论。本文的研究成

⑩ 由于篇幅所限，扩充样本的回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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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已有的文献增添了新的内容，为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依据。除以上贡献之外，本文

考虑到贸易与环境可能存在来自多方面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提供了两种处理内生性的思路，其一，通过构建

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的方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其二，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

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充分利用企业微观数据信息的优势，从多个维度对本文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

性分析，并对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机制进行充分分析。理论层面，国外学者从行业细分到企业，再到生产工厂，

深入探讨了发达国家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指出贸易对环境的作用方向受到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

及企业生产行为和生产方式的影响，即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但基于中国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

贸易对环境的正向作用在多重检验方法下依旧保持稳健，即企业出口能有显著降低企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强

度。换而言之，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是全面的，和谐的，同时也是绿色的。该结论为今后完善发展中国家发

展与绿色协同的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对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推动环境保护与贸易发展的良性互动。首先，立足于

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新格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不断扩大“走出去”企业规模；

其次，加大企业的科研投入与科研力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严格执行绿色、高质量生产标准，减少企

业污染排放；再次，加大对东部沿海地区出口企业，尤其是低污染出口企业的政策及资金支持，强化东部沿海

地区出口企业的示范作用，不断推进从沿海到内陆的产业结构转型，从而减轻贸易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效

应；此外，对标国际高标准环境保护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出口门槛及环境污染成本，鼓励轻污染乃至无污染

的绿色出口行为；最后，确保企业出口结构调整与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一致，确保企业“走出去”与国家

对外开放的步调一致，构建和完善绿色全产业链，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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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Exporter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New Evidences from China’s Firm-level Data

Yu Anqi1，Liu Guankun2，Yang Chao3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China；
3.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Beijing 100007，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nd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from 1998 to 2007，the panel data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impact of export on the SO2 emissions intensity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Compared with non‐exporters，the SO2 emissions
intensity of exporters is lower；the higher the export intensity of enterprises，the lower the SO2 emissions intensity. Enterprise’s export
has a heterogeneity impact on SO2 emissions intensity for enterprises that are loca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r belonging to different
industries. For the enterprises in pollution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the exporters are cleaner than non‐exporter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terprise’s export on SO2 emissions intensity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After ex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actors on the regression results，and through IV and PSM‐DID methods to
deal with endogenous problems，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still robust.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on the one
hand，export enterprises reduce SO2 emissions intensity by increasing the output value of new products‐R&D，on the other hand，by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addition，by comparing the change of export status（extensive margin）and the change of export
intensity（intensive margin），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driving factor of low SO2 emissions intensity of export enterprises lies in the
extensive margin rather than the intensive margin.
Keywords：export status；export intensity；SO2 emissions intensity；IV method；PSM‐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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